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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乱无需重典：转型期中国刑事政策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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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断实施的 “严打”和犯罪率的同时增长促使我们反
思当前的刑事政策。基于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省级面板数据及ＰＭＧ方法，
本文检验了两种惩罚政策对犯罪的影响：严厉性策略和确定性策略。
我们发现前者无法有效遏制犯罪，而后者可以显著降低犯罪。因此，
确定性策略在政策上更为经济：可以在不增加司法投入的情况下通
过有效分配现有司法资源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对２００６年以来中央
政府刑事政策由 “以严为主”到 “宽严相济”的转变，本文为其提
供了理论和实证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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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１１年２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１３种死刑
类型。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日益高企的犯罪率逐渐引起
普通民众、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为了遏制犯罪率的上升，我国各级政
府均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一方面，增加司法支出并提高其在整个预算支出中
的比重：人均司法投入从１９８９年的１９．７元 （２０００年价格，下同）快速增长
到２００６年的１７１．６元，增长了７．７倍。同时期内，司法支出占省级财政总支
出的平均比例由２．９２％增长到５．２８％，占 ＧＤＰ的比例也由０．４９％增长到

１．１１％。另一方面，公检法系统也不断加大对犯罪活动的惩罚力度，并在一
定时期内集中力量针对特定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即通常所谓的 “严打”
运动）。在１９８３年施行了第一次 “严打”之后，公安部门又在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１
年和２０１０年分别实施了三次大规模的 “严打”。同时，中国刑法对死刑的适
用面也在扩大：１９７９年刑法规定了２８种可以判死刑的犯罪类型，该数字在

１９９７年新修改的刑法中上升到了６８。１ 按照经济学理论的预测，加大惩罚力度
会提高对非法活动的威慑进而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８）。然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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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和理论的预期相反，我们观察到过去二十年几乎所有类型的犯罪率都经历
了迅速增长。２ 犯罪率稳定增长的事实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犯罪惩罚政策，
该问题关系到公众福祉和社会稳定，更涉及每年上千亿公共财政资源的有效
利用，因此需要通过严谨的政策评估来检验。

２　１９９８年较上年的犯罪增长率为２１．４％，２０００年较上年的犯罪增长率则高达６１．７１％（Ｈｕ，２００６）。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中国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４　２３２　６１６人，提起公诉４　６９２　６５５人，比之前五年分
别增加了２０．５％和３２．８％（最高人民检察院，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全年共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犯罪嫌疑人，分别
比上年增加３．５％和５．７％（最高人民检察院，２００９）。

　　该问题的现实迫切性还在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颁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要求施行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
策”———根据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适用法律人人平等的原则确立的准确
惩罚犯罪的刑事政策。该决定被视为中央对实行了多年的 “以严为主”的刑
事政策的重大调整，并意味着我国刑事政策已经由 “严打”和 “惩办和宽大
相结合”转移到 “宽严相济”。但以增加严厉性为主线的犯罪打击政策仍然是
当下中国刑事政策的主流，也是公众、学者甚至政策决策者的普遍偏好和第
一选项。因此，对该政策的科学评价不仅有利于廓清和加深公众对该问题的
认识，更重要的是为中央政府的这一政策转变提供理论和实证注脚。
在理论上，有效的惩罚政策会通过两个途径对潜在罪犯产生威慑 （ｄｅｔｅｒ－

ｒｅｎｃｅ）作用：确定性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和严厉性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确定性是指相同犯
罪行为被惩罚的概率，而严厉性是指相同犯罪行为被惩罚的程度，其中确定
性是严厉性的前提，只有犯罪行为人因其非法行为被抓获，进一步讨论惩罚
程度才成为可能。关于这两种策略对遏制犯罪的效果，现有文献已经得出基
本一致的结论：基于严厉性惩罚策略并不能有效抑制犯罪，而基于确定性惩
罚策略可以达到有效控制犯罪的目的。本研究结合转型期中国犯罪惩罚政策，
特别是 “严打”运动的制度性特征，试图实证检验上述两种政策对遏制犯罪
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在转型期实施的 “严打”运动主要通过大幅度提高对
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去遏制犯罪行为，其背后的逻辑假设是：惩罚是威慑的
全部，重刑比一般刑罚更有效果。然而，该假设却忽视了威慑作用实现的另
外一个维度———惩罚的确定性，而该维度并没有随着运动的实施而发生显著
的改变。因此，中国周期性的 “严打”运动为我们区分并识别出两种惩罚性
策略的不同作用，进而寻找到有效的犯罪惩罚政策提供了机会。
本文利用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上述两种策略对遏制犯

罪的作用。就因果识别来说，惩罚程度和犯罪水平之间存在联立性内生问题，
即惩罚和犯罪率之间互为因果：犯罪率的上升会促使政府加大惩罚力度
（Ｅｈｒｌｉｃｈ，１９７３）。该问题在我国目前仍然实行 “严打”政策的环境下尤为明
显，因此联立内生性会影响ＯＬＳ估计的一致性，但现有文献对此问题均没有
给予足够的重视，其获得的估计及政策性含义需要谨慎对待。针对内生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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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本文采用基于误差修正的ＰＭＤ估计模型来获得惩罚 犯罪的长期均衡关
系。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在转型期的中国，实行基于确定性的犯罪惩罚政
策在效果上优于基于严厉性的政策。用破案数作为确定性政策的代理变量，
我们发现破案率的提高可以显著地遏制犯罪率的上升：该指标每上升１％会带
来犯罪率下降１．４％。在稳健性讨论中，本文还依次采取如下策略：采用系统
广义矩估计 （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方法，将惩罚程度和司法支出都视作内生过程；
利用子样本解决 “严打”政策的内生性问题、处理汇报犯罪数据的测量偏误
即 “犯罪黑数”问题之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没有发生显著改变；此外，转型
期中国的社会经济特征，如城市化、收入差距，教育水平、外来人口比重等
因素也被纳入本文的分析范围。对这些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揭示出犯罪治理
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对犯罪分子进行直接打击之外，通过多种途径消除犯罪
产生的深层社会根源也可以获得显著作用。
本文的实证结论凸显出反思当下中国刑事政策的急迫性。现有关于 “严

打”的认识主要集中在质疑和批评采用运动式方式发挥政府日常职能，并认
为该运动只会有短期效果，其长期效果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实证角
度支持了上述观察，但在更深层度上则指出通过加大惩罚力度的手段遏制犯
罪浪潮的局限性。同时，我们认为该政策也许是司法投入、惩罚程度及犯罪
率陷入同时增加的怪圈的原因之一。本研究的发现可为政府及执法机构制定
犯罪治理政策提供参考：在保持现有惩罚力度的同时，通过提高破案率、缩
短破案时间、合理部署警力及开展专项打击等基于提高明确性的措施可以获
得额外的威慑效果，这也意味着现有政策的调整需要从注重司法支出转移到
更加关注支出的合理分配上３。最后，我们认为本文的结论具有更普遍的政策
含义，这些发现对打击刑事犯罪、官员腐败和恐怖主义等非法行为也同样具
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３ 陈硕（２０１２）指出，司法投入的连续增加并不意味着犯罪惩罚确定性程度的必然提高。
４ 王宏玉、李明琪，“对‘严打’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５８—６３页。
５ 马振华，“新时期我国刑事政策转变的原因分析”，《法制与社会》，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１６９页。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转型期中国刑事政策的制度背景；第三部
分综述现有相关文献；第四部分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针对分析结论的稳健
性讨论；第六部分为结论及本文政策含义。

二、转型期中国的刑事政策：制度背景

中国刑事政策的最显著特点是适度从严，其中 “严打”占据该政策的主
流 （王宏玉和李明琪，２０１１）。４ “严打”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
动的刑事政策总称 （马振华，２００７）。５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９日，邓小平与公安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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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同志谈话时就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
心……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
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
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 （邓小平，１９９３）。６ 该讲话之
后，党中央便做出了 “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七个方面的打
击对象并制定依法 “从重从快”的打击方针 （田金华，１９９８）。７ 同年９月２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

１９７９年 《刑法》作了补充和修改：规定了２８种可以判死刑的犯罪。在１９９７年
的新修改 《刑法》中，适用死刑的犯罪行为进一步增加到６８种 （Ｌ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５）。就制度设置上来说，１９９１年３月成立的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
会”，为中共中央下设机构，其主任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兼任，它的具体职能
是制定、部署及监督实施一个时期全国范围内社会治安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措
施。就具体操作上，政府分别在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１年及２０１０年实施了四
次 “严打”运动 （关于历次 “严打”运动的打击对象，见本文附录）。８

６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７ 田金华，“‘严打’的社会背景分析”，《公安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第１２—１６页。
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采用重刑威慑来遏制犯罪来说，至少前两次“严打”是同时期世界各国的通行做
法（Ｓｈｉ，２００６）。

图１描述了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犯罪率和惩罚程度的趋势。其中测量犯罪率的
指标是 “万人中被起诉人数”，而惩罚程度用 “判处五年以上比重”来表示。
从中可以发现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１年实施的 “严打”均可以在重罚指标中体现出
来：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１年的重罚指标较之前年份都高。

图１　转型期中国的犯罪率与重刑率

　　资料来源：各省历年 “两高”（高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检察院）在人民代表大会

上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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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最重的惩罚———死刑来说，表１报告了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中国判处和执行
死刑的数量，同样印证了图１的发现：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这两段
严打年份里被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的数量明显高于临近年份。从整个时间段
来看，这种重刑测量指标都经历了下降的趋势，这一方面与慎用重刑尤其是
死刑的国际大趋势有关，另外也与重大犯罪的数量有关。９ 对于该问题对本文
结论的影响我们将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进行讨论。

表１　中国判处和执行死刑的数量（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

１９９４年 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６年 １９９７年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判处 ２　７８０　 １　８００　 ６　０００　 ２　４９５　 １　６５７　 １　７２０　 １　５１１　 ４　０１５　 １　９２１　 １　６３９

执行 ２　０５０　 １　１４７　 ３　５００　 １　６４４　 １　０６７　 １　０７７　 １　０００　 ２　４６８　 １　０６０　 ７２６

　　资料来源：Ｌｉａｎｇ（２００５），第３９２页表７；１９９５年数据为上半年。

对于转型期中国 “从严”的犯罪惩罚政策、特别是 “严打”政策的效果，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严打”的短期效果似乎非常明显，犯罪率在之后均有显
著回落。该效果通过对其潜在罪犯的威慑作用及 “丧失犯罪能力”（ｉｎｃａｐａｃｉ－
ｔａｔｉｏｎ）两个渠道发挥。１０后者是由于 “严打”期间监禁罪犯使得后续的犯罪人
群减少。相比较而言， “严打”的长期效果并不显著：犯罪率在１９９６年 “严
打”后虽有下降，但仅仅四年之后便超过１９９６年的水平，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的
“严打”政策效果则仅维持了不到两年。１１这些基于直接观察到的事实，也促使
我们重新思考现阶段的犯罪惩罚政策。

“严打”背后的逻辑假设是强调惩罚强度的威慑力：重刑比一般刑罚更有
效果。但该假设却忽视了威慑作用实现的另一个维度：惩罚的确定性。如果
将破案率作为确定性测量指标，我们发现该指标并没有随运动的实施而发生
显著改变。以２００１年 “严打”为例，该年刑事案件破案率为４２．８６％，类似
于２０００年的４５．２０％和２００２年的４４．３９％。１２虽然在 “严打”期间能够破获一
些大案和要案，但由于这些案件所占比重较低，并不能改变整体趋势。因此，
中国周期性的 “严打”运动为我们区分并识别出两种惩罚性策略的不同作用，
进而为制定出有效犯罪惩罚政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本文下一部分将系统综
述两种策略对遏制犯罪的作用。

９ 此点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１０ 关于“丧失犯罪能力”的讨论见本文脚注１６。此点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补充。
１１　１９８３年的第一次“严打”的效果也只维持了三年（石若坤，２００６）
１２ “严打”期间略低的破案率可能由于报案数量的增加所致。此点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三、惩罚的严厉性与确定性：理论与实证文献

本部分将从理论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来综述现有研究。在一个行为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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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选择与否的模型基础上，第一部分从决策者的角度首先讨论犯罪治理政策
的制定，试图说明不同偏好的行为人会导致不同的最优政策；检验模型预测
的实证文献将在第二部分综述；最后则简单讨论这些研究对中国犯罪治理政
策的启示。

（一）理论模型

在Ｂｅｃｃａｒｉａ（１７６７）采用功利主义原则分析犯罪行为的开创性研究中，犯
罪被认为是行为人权衡犯罪所得及潜在成本后的选择。按照Ｂｅｃｃａｒｉａ的结论，
惩罚的两种策略：严厉性及确定性策略均能通过增加犯罪人的潜在成本达到
遏制犯罪的目的 （陈屹立和张卫国，２０１０）。１３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８）则首次将经济学
思想引入对犯罪的研究。和Ｂｅｃｃａｒｉａ的观点相似，Ｂｅｃｋｅｒ也将犯罪行为视作
基于个体效用同时考虑一系列犯罪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他的研究为犯罪
治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同时，也启发了大量后续研究 （Ｅｈｒｌｉｃｈ，

１９７３）。本部分涉及的犯罪行为分析模型基于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８）、Ｄｕｒｌａｕｆ　ａｎｄ　Ｎａ－
ｇｉｎ（２０１１）及Ｐｏｌｉｎｓｋ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ｖｅｌｌ（１９９９）的研究。我们将概念化决策者在
两种犯罪打击策略间的选择，为下一部分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１３ 陈屹立、张卫国，“惩罚对犯罪的威慑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２０１０年第８期，第
４１—５０页。

假设行为人ｉ，其一系列特征用向量Ｚｉ表示。假设该行为人有两个选择：
犯罪和不犯罪。前者用Ｃｙ 表示，后者用Ｃｎ 表示。基于这些假设，该行为人
有三个效用：不犯罪的效用Ｕｎ （Ｚｉ）；犯罪没有落网的效用Ｕｙ （Ｚｉ，０）；犯
罪落网并被监禁Ｌ年的效用Ｕｙ，ｐ （Ｚｉ，Ｌ）。因此，行为人是否选择犯罪将取
决于以下条件是否成立：

（１－ｐ）Ｕｙ，ｐ（Ｚｉ，０）＋ｐＵｙ，ｐ（Ｚｉ，Ｌ）＞Ｕｎ（Ｚｉ）， （１）
其中，ｐ是犯罪被抓到的概率，即惩罚的确定性；如果假设监禁时长Ｌ是改
变罪犯效用大小的唯一因素，Ｌ则可以被视作惩罚的严厉性。如果 （１）式
成立，行为人便会选择犯罪，反之选择不犯罪。然后，我们进一步假设整
个社会的犯罪率水平为Ｐｒ（Ｃ｜ｐ，Ｌ），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就是在给定ｐＬ
为常数 （罪犯监禁的预期时长）的情况下最小化政府支出，该支出由两部
分构成：

λ（ｐ）＋μ（Ｉ），
其中，λ （ｐ）是司法成本，μ （Ｉ）是监禁成本，而Ｉ＝Ｐｒ（Ｃ｜ｐ，Ｌ）ｐＬ。
至此政府对ｐ和Ｌ 的选择取决于罪犯人的负效用函数Ｕ。如果Ｕ 是Ｌ 的凹函
数，即Ｕ 对Ｌ 的偏导数 （惩罚的边际效用）是Ｌ的增函数，随着监禁时长增
加，罪犯对每额外增加一个单位的监禁时长获得的负效用将越来越大。显而
易见，对于上述风险厌恶型的潜在犯罪行为人，政府选择基于Ｌ的严厉性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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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策略更为有效。１４但如果假设Ｕ 是Ｌ 的凸函数，Ｂｅｃｋｅｒ的结论就变得不确
定了。１５

１４ 其逻辑在于：由于ｐＬ为常数，Ｌ的增加会导致ｐ 的减小，进一步使得政府成本中λ（ｐ）的减小；同时
μ（Ｉ）也会随着Ｌ的增加ｐ的减小而下降，其原因在于ｐ的减少和Ｌ 的增加使得罪犯犯罪的预期效用下
降：（１）式中，ｐＵｙ，ｐ（Ｚｉ，Ｌ）在减小，虽然（１－ｐ）Ｕｙ，ｐ（Ｚｉ，０）中的（１－ｐ）在增加，但由于罪犯的效用函数是
凹的，所以负效用增加的速度将大于（１－ｐ）增加的速度。而预期效用的下降会导致式（１）成立的概率下
降，这意味着总人口中罪犯犯罪的概率Ｐｒ（Ｃ｜ｐ，Ｌ）下降，最终使得μ（Ｉ）下降。
１５ 此时，ｐ的减少和Ｌ 的增加虽然会导致政府成本中λ（ｐ）的下降，但μ（Ｉ）却在上升。这是因为当Ｕ 为Ｌ
的凸函数时，（１）式中，尽管ｐＵｙ，ｐ（Ｚｉ，Ｌ）仍在减小，但是此时（１－ｐ）Ｕｙ，ｐ（Ｚｉ，０）增加的速度更快，即负效
用函数增加的速度小于（１－ｐ）上升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１）式成立的概率反而会增加。因此，和上文
逻辑类似但结果相反，政府只能通过增加抓捕的概率ｐ而减少监禁时间长度Ｌ，以减小μ（Ｉ）。但是与凹
函数情况相比更为复杂的是，尽管ｐ的增加和Ｌ 的减少会使得μ（Ｉ）下降，但是与此同时λ（ｐ）却会上升。
总结起来，当Ｕ 为Ｌ 的凸函数时，若政府采取减少ｐ增加Ｌ 的策略，则λ（ｐ）下降而μ（Ｉ）上升；若政府采
取增加ｐ减少Ｌ 的策略，则λ（ｐ）上升而μ（Ｉ）下降。不管何种策略，λ（ｐ）和μ（Ｉ）二者加总后究竟哪个效
应更大，亦即政府究竟应当采用何种策略以最小化司法成本，需要取决于λ（ｐ）和μ（Ｉ）的函数形式。

上述理论模型已经揭示惩罚的威慑作用通过严厉性和确定性两个途径发

挥，但是惩罚的效果则取决于对行为人风险偏好的假设以及司法成本函数的
性质。对于一个由众多异质性个体组成的社会，到底哪种惩罚策略可以发挥
威慑作用进而遏制犯罪，当然不能依靠两个整齐划一的对立假设来决定。因
此，整体上哪种策略更加有效需要依赖真实世界数据的实证检验。

（二）实证文献综述

在理论模型预测的基础上，本部分将综述现有检验两种策略对犯罪遏制
效果的实证文献。

１．基于严厉性的惩罚策略
对于严厉性策略效果的实证研究开端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政府通过

增加刑期严厉打击持枪犯罪，学者因此利用该政策的变动检验该策略的效果
（Ｌｏｆ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３；Ｌｏｆｔｉｎ　ａｎｄ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１，１９８４）。这一系列研究基
本没有发现严厉性政策可以降低持枪犯罪的证据。后续研究主要针对具体
法案，试图检验延长同种犯罪行为的刑期是否有威慑效果。例如加州议会
在１９９４年出台的第１８４号议案，也就是广为人知的 “三振出局法案”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ａｎｄ　Ｙｏｕｒｅ　Ｏｕｔ　Ｌａｗ）。该法案规定：对第三次犯罪的刑事累
犯不再适用一般的判决标准，而是予以严惩：监禁时间不能少于２５年。截
至２００６年，美国已经有２６个州通过了类似法案。新西兰也在２０１０年引入
了类似法案。Ｚｉｍｒ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的研究发现该法案可以降低２％的重罪
率，但该作用仅适用于那些已经犯过两次罪的人。更多的研究则显示该法
案并没有获得预期效果 （Ｓｔｏｌｚ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ＤＡｌｅｓｓｉｏ，１９９７；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Ｈａｗｋｅｎ，２００２）。
怀疑 “重惩无法降低犯罪”结论的人往往会引用Ｌｅｖｉｔｔ（１９９６）的著名研

究。Ｌｅｖｉｔｔ证明基于严厉性政策对犯罪遏制也有显著效果。例如，美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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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州 （主要是南部）规定监狱不能过于拥挤，如果服刑犯人超出一定人数，
法院会要求监狱提前释放犯人。Ｌｅｖｉｔｔ认为该法案的存在提供了监禁时间变
化的外生扰动，而该扰动独立于街头的犯罪率。利用这种方法，他克服了犯
罪率对于惩罚程度的反向影响进而识别监禁时间长短和犯罪间的关系，发现
每次法案启动之后总会伴随着犯罪率的显著上升，进而认为延长监禁同样发
挥了威慑作用。针对该结论，很多批评者认为Ｌｅｖｉｔｔ也许混淆了威慑和 “使
其丧失犯罪能力”两种不同的作用：提前释放缩短了 “丧失犯罪能力”的时
长，进而造成犯罪上升 （Ｎａｇｉｎ，１９９８；ｖｏｎ　Ｈｉｒｓｃｈ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１６我们同样
认为这种由于外生扰动导致的刑期缩短并不能对潜在罪犯产生实在的威慑

效果。

１６ 在威慑之外，惩罚也通过使犯罪人“丧失犯罪能力”（ｉ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ｔｉｏｎ）发挥作用。对于威慑和丧失能力作
用的区分见Ｋｅｓｓｌ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ｔｔ（１９９９）的研究。关于监禁／丧失犯罪能力对犯罪影响的检验，目前的文献
并不成熟。学者认为该政策也许适用于惯犯，问题是如何有效在作案前识别出那些高危犯罪分子存在技
术性难题（Ｄｕｒｌａｕｆ　ａｎｄ　Ｎａｇｉｎ，２０１１）。同时，犯罪治理政策分为正向和负向（Ｅｈｒｌｉｃｈ，１９９６），很显然本文
研究的惩罚是一种负向方案：通过事后惩罚（或者使其丧失犯罪能力）来达到威慑效果。对于正向激励，
正如陈硕（２０１２）发现的，中国不断增长的犯罪率更大程度上是转型期多种社会经济特征综合所致，他的
政策建议是中国的犯罪治理政策应以疏为主，以堵为辅。
１７ 对该领域实证文献的结论综述见陈硕（２０１２，表１）。
１８ 陈硕，“转型期中国的犯罪治理：堵还是疏？”，《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２卷第２期，第７４３—７６４页。
１９ 司法投入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和监狱的支出。目前只能获得汇总数据，而细分数
据不可得。

２．基于确定性的惩罚政策
有两个途径可以用来提高惩罚的确定性，第一个途径是司法支出，特别

是增加警察人数；第二个途径是改变警察的部署方式及提高他们的反应速度。
以下文献将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对于警察 （人数或者支出）和犯罪的关系。由于两者互为因果，

早期的研究均发现他们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后续研究在处理该内生性后，发
现警察数量的上升可以显著降低犯罪。１７就中国来说，陈硕 （２０１２）１８利用 “政
法委书记党龄”作为司法支出的工具变量来处理司法支出的内生性，发现转
型期中国的司法投入没有发挥显著的遏制犯罪作用。虽然作者的结论认为中
国的犯罪治理应该从以堵为主转向以疏通为主，其政策重点应该注重增加福
利支出、提高教育水平、改善收入分配及给予外来居民户籍。但对于两者关
系的不显著，作者认为并不能直接接受 “原假设”：所有司法支出都没有效
率。虽然中国司法支出的绝对量和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提高，但是基层警
队人数及经费不足的呼声仍然很高。由于基层警力根据户籍人口数量制定编
制，对于那些外来人口众多的地区，警力不足的问题则日益凸显。由于数据
的限制，研究无法进一步检验具体领域的支出效率，这意味着出现上述结果
可能更多的是司法支出分配问题。１９因此正如作者在文章最后提出的，基于更
小社区和进一步细化刑事犯罪类别将是比较务实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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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现有警察人数或者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也同样可以获得额外的威
慑作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实现：第一，警队的合理部署及快速反应。２０通过
合理部署警察的空间分布以及缩短反应时间，可以提高惩罚的确定性，进而
有效遏制犯罪。这些措施使得警察可以在第一时间到达犯罪现场从而提高破
案率。该措施需要首先识别出犯罪高发的地区和高发的犯罪行为。针对前者，
文献一般用报案数或者报警电话的数量来确定。例如Ｓｈ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
发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３％的地区拨打了５０％的报警电话，
那么这些地区就被识别为犯罪高发地带。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在这些地带部署
额外警力。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Ｌｕｄｗｉｇ（２００３）基于美国匹斯堡市的研究同样发现，抽
调额外警力部署在那些传统的犯罪高发地带可以显著降低当地的犯罪率。上
述措施可以有效提高惩罚的确定性进而降低犯罪，该发现也被Ｓｈ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ｓｂｕｒｄ（１９９５）的随机试验所证实。第二，对特定犯罪行为进行专项打击。
针对美国的研究可以参阅 Ｗｅｉｓｂｕ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的综述论文，该研究评价
了１０类对不同犯罪行为的专项打击行动的效果，发现其中８个可显著遏制犯
罪。就中国来说，虽然各地区乃至全国会定期开展针对某种犯罪的专项打击，
但目前仍然缺乏系统科学的政策研究来评估这些行动的短期和长期效果。例
如，某地关于专项打击取得 “显著预期效果”的新闻报道，也许并没有考虑
到犯罪分子是否由于惧怕打击而转移到其他没有开展行动的地区作案。因此，
从更大的社区范围看，某地的打击行动改变的也许仅仅是犯罪的地理分布，
而非整个地区的犯罪水平。同时，我们也无法剔除与专项打击行动同期的其
他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例如季节、商业周期等。如果上述逻辑存在的话，
这些报道显而易见地高估了专项打击行动的效果并会误导政策推论。因此，
我们需要更加严谨的研究设计来评估这些行动的效果。

２０ 对警力部署作用研究的综述见 Ｗｅｉｓｂｕｒｄ　ａｎｄ　Ｅｃｋ（２００４）和Ｂｒａｇａ（２００８）。
２１ 陈屹立、张卫国，“惩罚对犯罪的威慑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２０１０年第８期，第
４１—５０页。

上述文献的发现对中国现有犯罪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基于
严厉性的重刑对遏制犯罪也许并没有预期有效；其次，就基于确定性的策略
来说，将支出更加偏向基层警察、优化警力资源部署、加快反应时间以及针
对特定犯罪的专项打击，也许可以有效降低犯罪。这些措施在财政上更具吸
引力：即使支出和警员人数既定，政府可以通过更有效的资源再分配获得额
外的威慑作用进而降低犯罪率。作为首次利用中国数据检验这两种策略，陈
屹立和张卫国 （２０１０）２１的研究发现两者对犯罪治理均有显著的遏制作用，但
确定性策略效果更为显著。本文的实证分析应视作在他们研究基础上的进一
步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在因果识别方法上，我们将惩罚策
略的内生作为因果识别的主要威胁加以处理。在数据结构上，陈屹立和张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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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研究基于时间序列数据，本研究则采用面板数据。该数据结构的优势是
可以控制各个省份的异质性，从而消除那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因果关系
的干扰。第二，本研究将 “严打”纳入分析视野，检验了该运动对于犯罪的
遏制效果，因而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对两种策略作用的单纯学理性检
验，具有政策和现实意义。

四、惩罚的严厉性与确定性：实证分析

本部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转型期中国犯罪治理政策的作用，

其重点在于比较哪种犯罪治理策略更加有效；在第一小节中，我们首先介绍
数据来源并提供变量的统计描述；第二小节介绍本文采用的实证模型：基于
误差修正的混合组平均 （Ｐｏｏｌｅｄ　Ｍｅａｎ　Ｇｒｏｕｐ，ＰＭＤ）模型；对实证分析结果
的讨论则放在第三小节中。

（一）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本研究的计量分析采用的数据为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模型
的被解释变量是各省的犯罪率，用 “每万人中被刑事起诉的数量”来度量。

除该变量之外，目前可得的犯罪水平测量指标有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人数”
“法院接受检察机关起诉人数”“法院最终宣判人数”“公安机关抓获人数”以
及 “治安违法人数”。本文采用 “每万人中被刑事起诉的数量”的原因是它具
有较大的总体方差、样本数量以及和其他五个指标之间较高的相关系数。现
有文献通常认为汇报的犯罪数据一般低于真实犯罪水平，即所谓的 “犯罪黑
数”。该问题对于所有国家的官方数据均或多或少存在 （Ｂｉｄ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ｙｎｃｈ，

１９９１；Ｆｉｇｌｉｏ，１９９４；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９６；Ｌｅｖｉｔｔ，１９９８）。对该问题的讨论放在
本文的稳健性分析部分进行。

２２ 此点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模型的关键解释变量是惩罚的两个策略：严厉性和确定性。本文对于前
者采用两种方法度量：第一种是当年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占全部
被判决罪犯的比重；另外一个是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１年的时间哑变量，分别表示
这两个年度实施的 “严打”。由于两次 “严打”的时间均超过１年，因此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的值均赋为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这两
个指标之外，罚金刑及死刑也是惩罚严重程度的重要测量指标。遗憾的是，上
述两个指标在省级层面上没有系统性数据。但基于表１中的死刑人数 （对数值）

和 “五年以上徒刑比重”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６５，并在５％统计水平上显
著，因此，本文采用的两个指标可以作为代表惩罚严厉程度的代理变量。２２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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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我们用破案率来度量。本文采用的度量方式也是该领域文献的通行
做法 （Ｄｕｒｌａｕｆ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２０１１ａ；Ｅｈｒｌｉｃｈ，１９７３；Ｇｉｂｂｓ，１９６８；Ｔｉｔｔｌｅ，

１９６９；Ｓｊｏｑｕｉｓｔ，１９７３；Ｆｏｒｓｔ，１９７６）。

２３　Ｃｈｉｕ　ａｎｄ　Ｍａｄｄｅｎ（１９９８）发展的模型详尽论述了不均等会导致犯罪率上升。Ｂｏｕｒｇｕｉｇｎｏｎ（１９９９）则为
上述理论预测提供了实证证据。针对不平等及经济增长影响犯罪的综述文献请参见Ｒｏａｒｅｓ（２００４）。而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１９９６）证明了人口密度的上升会导致犯罪增加。

虽然一些犯罪动机来自情感上的仇恨，但是经济因素仍然是多数犯罪行
为的重要决定因素 （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７０）。基于此，本文也控制了其他一系列社会
经济变量，包括：平均工资 （度量犯罪的机会成本）、人口密度 （控制犯罪行
为便利性）、青春期 （１０—１９岁）男孩的比重 （度量影响犯罪的心理或者生理
因素）、性别比 （度量对性的需求）、人均 ＧＤＰ、初中入学率 （度量教育禀
赋）、城乡收入差距、外来人口比重、人均公检法支出，以及公检法支出占政
府财政支出的比重 （度量政府对打击犯罪的重视程度）。２３对以上变量的统计描
述见表２。

表２　变量的定义及统计描述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万人中被起诉数 ６２４　 ６．４１　 ２．７９

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比重（％） ４６７　 ０．３１　 ０．１１

破案率（％） ３０４　 ５５．４７　 １６．３９

城市人口比重（％） ６３２　 ３８．１２　 １７．５９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６３０　 ３３４．５９　 ３８９．２５

平均工资（元） ６３０　 ８　０１６．６９　 ７　５３２．１０

城乡收入差距 ６３２　 ２．７３　 ０．８４

万人中移民数量 ５４２　 ７５．８０　 ５２．１８

人均公检法支出（元） ５７４　 ８０．８２　 ８９．１４

公检法支出比重（％） ５１２　 ５９０．００　 １．４５

性别比 ６３０　 １０５．９８　 ２．６０

初中入学率（％） ５７０　 ９０．２３　 ８．２５

青春期男孩人口比重 ６３０　 ９．０８　 １．４８

人均ＧＤＰ（元） ６３０　 ８　０６９．６５　 ７　５４１．２９

登记失业率（％） ３７３　 ３．２８　 １．１２

　　注：以上统计数字均为绝对数值并按２０００年价格指数调整，在回归中则采用对数形式。样本为面
板数据，覆盖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中国的３０个省、市和自治区（重庆１９９７年后数据按照人口加权归并到四川
省）。如有数据缺失，按照前后期取平均的方法加以处理。城市人口比重数据依据常住人口计算。
资料来源：各项支出项目来自《中国财政年鉴》（中国财政杂志社），其中司法支出包括公安、安全、检

察、法院、司法、劳教单位的财政支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２００８）；移民数量来自《全国暂住人口统计
资料汇编》（群众出版社）；万人中被起诉数及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比重来自各省历年“两高”（高级人民
法院和高级人民检察院）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破案率来自《中国法律年鉴》（中国法律年鉴出版
社）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其他指标来自《新中国５５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
社）及各省历年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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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模型介绍：ＰＭＤ

本部分将介绍实证分析用到的基本计量工具：基于误差修正的混合组平均
（Ｐｏｏｌｅｄ　Ｍｅａｎ　Ｇｒｏｕｐ，ＰＭＤ）模型。首先假设 “惩罚 犯罪”间的均衡关系为：

Ｃｒｉｍｅｉｔ ＝α１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ｉｔ＋Ｘ′β１＋μｉ＋ｙｅａｒｔ＋εｉｔ， （２）
其中ｉ表示省份，ｔ表示年份。Ｃｒｉｍｅ为被解释变量犯罪率，而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为
惩罚程度。向量Ｘ′包含一系列其他控制变量。此外，ｙｅａｒ为省级不变的时间
效应，用以捕获那些影响所有省份的因素，如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等。μ
是时间不变的省级效应，用以捕获那些同时影响犯罪率和惩罚程度，且不随
时间变化的地区因素，比如文化等。ε是其他可能起作用但是没有被模型捕获
的因素，按照假设应该随机分布于本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在现实中，一个地区的犯罪水平会受到以往年份犯罪水平的影响，同时

惩罚政策也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那么基于这种动态面板数据，我们可将式
（２）转化成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ＡＲＤＬ ［ｐ，ｑ］）：

Ｃｒｉｍｅｉｔ ＝∑
ｐ

ｄ＝１
δ２Ｃｒｉｍｅｉ，ｔ－ｄ＋∑

ｑ

ｄ＝０
α２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ｉ，ｔ－ｄ＋Ｘ′β２＋μｉ＋ｙｅａｒｔ＋εｉｔ，

（３）
其中ｐ和ｑ表示相应的滞后阶 （年）数。如果方程 （２）中所有的变量都是一
阶协整，即Ｉ （１），对于所有的观察值ｉ来说，其残差项ε则为Ｉ （０）过程。
对模型 （３）进行重新参数化使之转化为误差修正项方程：

ΔＣｒｉｍｅｉｔ ＝θｉ（Ｃｒｉｍｅｉ，ｔ－１－πｉ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ｉｔ）＋∑
ｐ－１

ｄ＝１
δ＊３ΔＣｒｉｍｅｉ，ｔ－ｄ

＋∑
ｑ－１

ｄ＝１
α＊３Δ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ｉ，ｔ－ｄ＋Ｘβ３μｉ＋εｉｔ， （４）

其中，θｉ＝－ （１－δ２），表示调整项的误差修正速度。惩罚 犯罪之间的关系

趋向长期均衡的趋势时，θｉ预期应为负数且显著。πｉ ＝ ∑α２１－δ２
，它表示惩罚对

遏制犯罪的长期作用，该估计值是本文的兴趣所在。基于截面和时间都相对
较大的动态面板数据，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三种估计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固定
效应模型 （ＦＥ），该方法假设惩罚对犯罪作用对于所有省份都相同，仅仅各个
省的起始截距不同。一旦上述假设和事实不符，该方法会导致不一致的估计
结果。第二种方法是由Ｐｅｓａｒａｎ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５）发展出来的组平均 （Ｍｅａｎ
Ｇｒｏｕｐ，ＭＧ）估计方法，较ＦＥ来说，该方法处在另外一个极端：它同时允
许各个省份的截距和斜率均不同。该方法的假设虽然比较贴近现实，但显而
易见，由于需要估计较多参数导致自由度下降进而降低估计的效率。第三个
方法是由Ｐｅｓａｒ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发展的混合组平均 （Ｐｏｏｌｅｄ　Ｍｅ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ＰＭＧ）估计方法，该方法的具体估计过程介于上述两个方法之间：截距、斜



第４期 陈　硕、章　元：治乱无需重典：转型期中国刑事政策效果分析 １４７３　

率以及残差项方差在短期内允许在各个省份之间存在差别，但是在长期各省
的斜率需要相等。由于ＰＭＧ方法结合了上述两种方法的优点，因此在下面的
定量分析中我们采用该方法估计惩罚的系数。最后，由于参数间为非线性关
系，因此对该方程 （４）的估计必须采用最大似然方法。

（三）实证分析结果：基准模型

表３汇报了对方程 （４）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１）检验了 “严打”

对于犯罪率的影响，而模型 （２）则用 “判处五年以上徒刑比重”作为惩罚程
度的连续性测量指标；在模型 （３）中，我们进一步控制惩罚确定性指标———

破案率，并检验其长期影响。

表３　罚与罪，基于误差修正项的ＰＭＧ估计

被解释变量：万人中被起
诉人数（ｌｎ）

（１） （２） （３） （４） （５）

调整项系数 （θ） －０．３１５＊＊＊ －０．４３７＊＊＊ －０．４７９＊＊＊ －０．６１１＊＊＊ －０．５７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７）
惩罚程度，长期 （π１）
“严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７）
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比重（％）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五年比重和严打交互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破案率（％），长期（π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破案率和严打交互项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６）

短期系数：

城市人口比重（％）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人口密度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平均工资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城乡收入差距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１＊＊

万人中移民数量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人均公检法支出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公检法支出比重（％）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性别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初中入学率（％）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５＊＊

青春期男孩人口比重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人均ＧＤ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省数量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观察值 ４３７　 ３９６　 ２４７　 ４３７　 ２４７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　７８５．９５　 ４　０２９．４１　 ４　７６０．８９　 ５　０３１．５２　 ４　８３１．０２

　　注：方程的残差项用总人口加权。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
程度上显著。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首先，调整项的误差修正速度θ在三个模型中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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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负且显著，这意味着惩罚 犯罪之间存在趋向长期均衡的趋势；其次，
我们发现基于严厉性和基于确定性的惩罚策略对遏制犯罪有不同效果：作为
前者的两个测量指标， “严打”和 “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比重”均不显著
（见模型 （１）和 （２））；但是破案率却可以显著遏制犯罪：该指标值每增加

１％会带来犯罪水平下降１．４％。上述发现印证了现有文献对两种犯罪治理策
略的评价：相比较重刑主义，提高破案率可以有效地威慑潜在犯罪者；值得
注意的是，“严打”行动推行的是从重从快，而后者即警察反应速度是惩罚明
确性的重要表征之一。因此，“严打”作为测量惩罚严厉性的变量，可能会存
在一定的噪音问题。针对该问题，我们在表３中进一步引入 “严打”哑变量
和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比重”（模型 （４））及 “破案率” （模型 （５））的交互
项，以检验两者在 “严打”期间的作用是否更大。实证结果发现重刑率在
“严打”期间展示出比平时更大的遏制效果 （模型 （４）），但破案率和 “严打”

的交互项却不显著 （模型 （５）），这意味着破案率的作用在 “严打”和非 “严
打”期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区别。上述发现告诉我们 “严打”期间虽然存在
一定的惩罚明确性上升情况，但其主要变化仍然是严厉性水平，正如 “严打”

的字面意义一样。２４

２４ 此处对“严打”变量的讨论，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２５ 陈硕，“转型期中国的犯罪治理：堵还是疏？”，《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２卷第２期，第７４３—
７６４页。
２６ 林明仁、刘仲伟，“失业真的会导致犯罪吗？以台湾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３年县市资料为例”，《经济论文丛刊》
２００６年第３２卷第４期，第４４５—４８２页。
２７ 章元、刘时菁、刘亮，“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经济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
８７—９９页。

最后，就其他影响犯罪水平的社会经济因素，我们发现人口密度、城乡
收入差距、外来人口、司法支出、司法支出比重、教育禀赋对犯罪率有显著
影响。对这些控制变量作用的进一步讨论见陈硕 （２０１２）２５。这里值得注意的
是，司法支出对犯罪率的作用为正，这有悖于一般认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是司法支出和犯罪率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一个地区犯罪率的上升会促使
当地政府增加司法支出。对此，我们将在以下稳健性讨论中予以处理。此外，

失业率对犯罪也有显著的影响。林明仁和刘仲伟 （２００６）２６、章元等 （２０１１）２７

等的研究已经为该论断提供了实证证据。我们在基准模型中没有引入失业率
数据主要出于两点考虑：第一，目前年鉴中的失业率数据质量不高，该变量
不光缺失值较多，同时披露的数据也少有变化。例如，江苏省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
的登记失业率都是２％，青海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的数据均为３．９％。第二，失业
率和本文关注的惩罚力度逻辑上相关系数不大，因此不会造成由遗漏变量导
致的内生性问题。当然，我们尝试在方程中引入失业率变量并重新估计了表

３，结果发现惩罚严重性的两个指标：严打哑变量和五年以上重刑率仍然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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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惩罚明确性指标：破案率的系数从－０．０１４下降到－０．０１６，其显著性水
平由之前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降到０．０６。我们认为这种降低并不是由于估计效
率的不稳健，而在于观察值的减少 （模型３的２４７个下降到１７９个）。该推测的
合理性来自以下证据：将失业率数据按照上下年度平均的方法对缺失值进行赋
值，重新估计的系数大小和表３相似，但显著性仍然维持在０．０１水平上。

五、惩罚的严厉性与确定性：稳健性讨论

本部分讨论第四部分建立起来的 “惩罚 犯罪”关系的稳健性，其中，第
一小节将惩罚、司法支出同时视作内生化过程并用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 方法识别因
果关系；在第二小节中，我们只用那些非主动实施 “严打”政策的样本来进
一步剔除该政策的内生性影响；第三小节则讨论了采用官方报告的犯罪数据
作为真实值的替代，以考察其潜在的测量偏误即 “犯罪黑数”问题是否影响
本文实证结论。

（一）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方法

２８ 西方文献也有大量关于该关系的实证研究，对近期研究的综述见Ｄｏｎｏｈｕｅ，２００９：Ｔａｂｌｅ　９．１。

　　表３的实证结论虽然彰显出确定性策略更加有效，但其估计结果可能存
在潜在内生性问题。２８　Ｄｕｒｌａｕｆ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２０１１ｂ）指出，惩罚和犯罪互为因
果。而在本文中，“严打”运动会同时影响刑期和犯罪率，犯罪率也会反过来
影响政策制定。该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对惩罚政策不一致性估计。针对此问题
我们采用广义矩估计 （ＧＭＭ）方法加以处理。该方法有两种实现过程：Ｓｙｓ－
ｔｅｍ－ＧＭＭ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ＭＭ。在引入滞后的被解释变量并对方程进行一阶
差分以消除时间不变的固定效应后，后者用滞后值作为差分现值的工具变量；
而前者则为联合估计：既包括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ＭＭ采用的用滞后值作为工具，也
包括用滞后差分值作为现值的工具。这两种估计过程均可获得一致性估计。
在估计的有效性方面，由于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充分利用了所有矩条件而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ＧＭＭ更有效，我们因此采用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 方法。ＧＭＭ 方法获得一致
性估计需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残差项序列无关；第二，满足工具变量有效
的矩条件。第一个条件可理解为残差项一阶差分Δεｉｔ存在显著的一阶相关及不
显著的二阶相关。利用Ｂｏｎｄ （２００２）提供的ｍ１ 和ｍ２ 统计值可检验该标准是
否成立。对于矩条件，我们用Ｓａｒｇａｎ统计值检验。该检验的原假设是工具变

量和残差项矩条件向量的样本均值１
ＮＺ′Ｅ

⌒ 是围绕０的随机分布。由于本研究

数据结构的时间维度平方远大于截面个数，我们采用５年平均的方式将数据
压缩为４期。在估计过程中，除了将惩罚视作内生变量，上文提到的司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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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也同样被视作内生过程。表４中的模型 （１）报告了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 的估计
结果。其中ｍ１、ｍ２ 及Ｓａｒｇａｎ的检验结果均表明该估计方法有效的前提得到
满足。显著的滞后犯罪率表明当期犯罪水平受到上一期的影响。同时，对确
定性和严厉性的估计结果和表３结论一致：基于确定性策略可以显著遏制犯
罪，而基于严厉性策略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表４　罚与罪，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万人中被起诉人数（ｌｎ）

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
测量偏误

ＰＭＤ
子样本

ＰＭＤ
（１） （２） （３）

犯罪率，滞后一期 －０．６４２＊＊＊

（０．０５７）

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比重（％）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破案率（％）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城乡收入差距 ０．０３７＊＊

初中入学率（％） －０．０２９＊＊＊

ＧＤＰ增长率（％） ０．０１５
政法委书记任职第一年哑变量 －０．０２７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数量 ３０　 ３０　 １３
观察值 ７２　 ２４７　 ２７９
ｍ１ ０．０３６
ｍ２ ０．３９４
Ｈａｎｓｅｎ　ｐ值 ０．３７０

　　注：模型（２）和模型（３）中方程的残差项用总人口加权。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和＊＊＊分别表
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程度上显著。

（二）“犯罪黑数”问题

我们假设如下情形：一个１０万人的社会中恒定有１００个犯罪行为人 （现
实中我们永远不知道该数字）。在非 “严打”时期，有８０个受害者报案并记
录在册，使得４０个罪犯被抓获。计算可知非 “严打”期间报告犯罪率是８０／

１０万 （真实值是１００／１０万），报告破案率是４０／８０ （真实值是４０／１００）。在
“严打”期间，有９０个受害者报案，导致６０个罪犯被抓获，报告犯罪率上升
到９０／１０万 （真实值仍是１００／１０万），报告破案率是６０／９０ （真实值是６０／

１００）。由以上可知，“严打”时期的报告犯罪率 （０．０９％）高于非 “严打”时
期 （０．０８％），这和图１展示的情景一致。但同时，报告破案率指标也由非
“严打”时期的０．５提高到 “严打”时期的０．６６。报告犯罪率和报告破案率同
时提高意味着表３获得的正向显著关系是伪相关：真实犯罪率一直没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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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造成上述后果的原因在于官方报告的犯罪率和真实犯罪水平之间存在差

别，该差别构成报告误差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或者更广为人知的 “犯罪黑数”。
结合上文的例子，我们可知在 “严打”期间该 “黑数”是１０，而在非 “严打”
期间该 “黑数”是２０。在描述性推论时，“黑数”的存在显而易见会低估真实
的犯罪水平，而在实证分析中如果忽视该误差，会得到惩罚降低犯罪的假象：
犯罪率的降低可能来自漏报而非惩罚的威慑效果。因此我们需要在实证分析
中加以处理，现有文献已经发现该误差 （“黑数”）受到不平等程度、经济增
长率以及教育水平影响 （Ｓｏａｒｅｓ，２００４）。上述证据需要我们在方程右边控制
上述变量。其估计过程如下：先用汇报犯罪数据回归这三个变量，此举将解
释掉 “黑数”部分。然后将获得的残差项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和其他解释变
量回归，便可以获得惩罚程度和破案率的无偏估计。此外，对中国来说，还
需要注意官方报告的犯罪率同样取决于政府打击犯罪的决心。对此，在回归
中我们用政法委书记任职第一年的哑变量来测量该决心。上述估计结果见表４
模型 （３），作为严厉性指标，“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比重”仍然不显著。破
案率的估计系数是－０．０１７并在１％水平上拒绝该变量没有作用的原假设。破
案率的系数比表３模型 （３）的估计值稍大，但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表明它们
之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以后针对中国刑事犯
罪率的实证分析中采用汇报数据作为真实值的替代是比较稳妥的方法。

（三）子样本回归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 “严打”政策施行情况，会发现一些省份特别是那
些过去犯罪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开展 “严打”仅仅是执行中央政府的
行政命令，这和那些积极推动实施 “严打”的省份不同。同时，在更大程度
上，作为运动的 “严打”具有 “一刀切”的特征，这意味着该政策独立于地
方省份的社会经济指标，而这些指标会潜在影响犯罪水平。因此，利用那些
仅仅是执行政策的省份样本，便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内生性问题。基于这个
估计策略并以２００１年 “严打”作为标准，表４中的模型 （２）只采用那些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平均犯罪率低于全国水平的１３个省份样本并重新估计公式
（４），结果进一步支持本文的判断：相对于严厉性政策，基于确定性的惩罚策
略更加有效。２９

２９ 如果以１９９６年“严打”作为标准，剔除掉“严打”前３年平均犯罪率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剩余
样本是１８个省份）并重新估计方程（３），我们获得相似估计结果。此外，如果采用更严格的标准：那些在
两次“严打”运动前犯罪率均低于全国均值的省份（１２个），结果依然稳健。

上述稳健性检验依次讨论了司法支出和惩罚政策的内生性、 “犯罪黑数”
问题的存在对本文实证结论的影响。同时，我们还采用非主动施行 “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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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省份作为分析样本以破解犯罪对惩罚政策实施的逆向因果，这些稳健性
检验获得的结果均表明本文第三部分获得的结论是稳健的：基于确定性的犯
罪惩罚政策在效果上优于基于严厉性的政策。

六、结论及政策性含义

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多次 “严打”运动和犯罪率同时增长的事实促使我
们反思转型期中国的刑事政策。该问题关系到公众福祉和社会稳定，更涉及
每年上千亿公共财政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需要通过严谨的政策评估来检验。

该问题的现实迫切性还在于，虽然中央政府的刑事政策早在２００６年就已经由
“以严为主”转移到 “宽严相济”，但以增加严厉性为主线的犯罪打击政策仍
然是当下中国刑事政策的主流，也是公众、学者甚至是政策决策者的普遍偏
好和第一选项。因此，对该政策的科学评价可以为中央政府这一政策转变提
供理论和实证注脚。

一般来说，惩罚的威慑作用通过严厉性和确定性两个策略实现。本文利
用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结合基于误差修正的ＰＭＤ估计模型实证
检验了上述两个策略对遏制犯罪的作用。我们发现，单纯通过加大惩罚程度
的严厉性策略预期效果不明显，相比之下，基于通过提高破案率的确定性策
略可以显著降低犯罪率：该指标每增加１％会让犯罪率下降１．４％。同时，我
们也讨论了司法支出和惩罚政策的内生性问题、“犯罪黑数”的存在以及 “严
打”政策实施内生性问题对该实证结论的影响。这些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均表
明该结论是稳健的。

本研究的发现可为政府及执法机构制定犯罪治理政策提供参考：在保持
现有惩罚力度的同时，通过提高惩罚的明确性可以获得额外的威慑效果。同
时，本文所揭示的结论具有更普遍性的政策含义，不光对于刑事犯罪，对于
打击官员腐败和恐怖主义等非法行为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以下内容将
结合本文发现反思 “严打”政策并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

３０ 刘学刚，“‘严打’留下的遗憾”，《瞭望新闻周刊》，２００３年第３２期，第４５—４７页。

第一，相对于正常时期， “严打”期间提高惩罚程度违背了 “罪刑均衡”

的原则：惩罚的轻重应该由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
害程度来确定，而不是由犯罪时机决定。因此 “严打”中的 “同罪重罚”不
仅有损法律尊严，更为重要的是削弱了惩罚的威慑效果：在 “严打”期间罪
犯获得额外刑期，会被仅仅理解为 “不幸运”或者 “倒霉”。潜在罪犯也可
能会避开 “严打”的风头，并在运动过后进行补偿性作案。这种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被 “严打”后更高的犯罪增长率所证实 （刘学刚，２００３）。３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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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极有可能仅带来犯罪在时间上的再分布，而没有实现威慑作用并阻
止犯罪。
第二，“严打”作为一项政策，涉及制度设计，我们尤其需要警惕那些基

于指标化的奖惩制度可能带来的非预期效果，这些效果可能会完全消解掉政
策制定者的初衷。例如，有学者观察到，如果将抓人或破获大案要案作为
“严打”期间的政绩考核指标，在实际操作中就会出现一些警务部门将平时抓
获的罪犯和破获的案件积累起来，预留到 “严打”期间集中汇报以获取奖励
（王光等，１９９８）３１。此外，我们也注意到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１年的 “严打”并没有
显著提高各省当年的公检法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这意味着执行部门
并没有更多的预算去支持 “严打”。因此，上述学者的观察正是地方执行部门
对该政策的 “理性”反应。最后，对于将逮捕和执行数量作为指标分配到地
方的做法，则不能从理论上排除那些没有完成任务的地区会出现随意抓捕的
倾向或者把很轻的犯罪行为当作重大犯罪行为来判决的可能性。３２

３１ 王光、秦立强、聂国丽，“论‘严打’决策的科学化”，《公安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４期，第９４—９８页。
３２ 基层部门有如此大的操作空间在于“严打”的依据是社会治安形势而不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马
振华，２００７）。在２００１年“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上，“严打”的办案标准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
相应的，《刑法》的对应规定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对于“基本”却没有给出客观衡量标准，主要依靠
执行部门的主观判断。
３３ 马振华，“新时期我国刑事政策转变的原因分析”，《法制与社会》，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１６９页。

第三，采用运动式的 “严打”来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不可避免地需要
依靠群众举报和居委会配合。这些方式有没有影响甚至破坏司法机构的专业
性和权威性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就 “严打”政策打击的犯罪类型来说，
历次打击的对象均不包括职务犯罪，这有害该政策的公平性 （Ｍａ，２００７）３３

（附录罗列了四次 “严打”运动的打击对象）。
不可否认，由于数据的缺乏，目前对中国犯罪政策的评价还处于非常初

级的阶段。本文的实证结论虽然偏向于确定性犯罪惩罚策略，但对该策略具
体实施手段的作用分析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认为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文献已经证明警方在犯罪发生后的快速反应时间不光可以增大成

功抓捕罪犯的概率，同时可以提高对潜在犯罪人的威慑效果。一个很有价值
的研究课题是接到１１０电话后警方的反应速度与社区犯罪水平的关系。但是
受限于数据，无法开展这种基于确定性犯罪治理政策的评价。与此相关的是
快速反应不光包括警察，也涉及刑罚过程的速度：快速侦破、及时控诉、及
时审判等程序。这些措施对于犯罪率的潜在影响需要进一步探索。
第二，文献已经揭示出针对某种特定犯罪行为的专项打击可以获得显著

效果，这些研究大都基于西方经验。针对中国专项打击政策的严谨科学评价
还处于空白。这些研究不光需要更加微观的、基于社区的数据，更需要学者
可以获准进入现场并和相关部门配合，采用随机赋值、现场试验等科学识别



１４８０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３卷

方法。唯有此，才能针对不同类型的犯罪制定出与之对应的有效打击政策。
特别的，本文实证结论显示基于严厉性惩罚策略效果不明显，这仅仅是该
策略针对所有类型犯罪的整体效果，并不意味着针对所有犯罪类型均没有
遏制作用。基于更系统的数据，特别是能在省级层面的区分出严厉性策略
对于人身犯罪及财产犯罪的不同作用，将有力地加深对两种策略作用机制
的理解。３４

３４ 例如，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对酒后驾车的惩罚力度。“危险驾驶罪”首次
被写入刑法：根据情节轻重，醉酒驾驶机动车司机将被处以１个月以上６个月以下拘役，并处罚金。该修
正案实施后效果明显：据公安部统计，５月１日至１１月３０日，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机动车２０１　１５３起，较
２０１０年同期下降４４．５％（Ｍａ，２０１２）。此点感谢审稿人的补充。

第三，如何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需要的地区，不仅要考虑基层政府的需
求，还要考虑上下级政府部门的配合。就研究方法来说，针对该问题的探索
还需要结合实地调研和访谈。

附录

四次“严打”运动的打击对象

持续时间 内容

第一次“严打” １９８３年９月—
１９８７年１月

１．流氓团伙分子；２．流窜作案分子；３．杀人犯、放火犯、爆炸
犯、投毒犯、强奸犯、抢劫犯、重大盗窃犯；４．拐卖妇女、儿童
的人贩子，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的犯罪分子和制造、复
制、贩卖内容反动、淫秽的图书、图片、录像带的犯罪分子；
５．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动会道门分子；６．劳改逃跑犯、重新
犯罪的劳改释放分子和解除劳教的人员以及其他通缉在案的

罪犯；７．书写反革命标语、传单、挂钩信、匿名信的现行反革
命分子等。

第二次“严打” １９９６年４月—
１９９７年２月

打击重点是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流氓犯罪、涉枪
犯罪、毒品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严
重刑事犯罪。

第三次“严打” ２００１年４月—
２００２年４月

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其他危害社会治安的恶势力犯
罪；２．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３．盗窃等严重
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

第四次“严打” 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爆犯罪、黑
恶势力犯罪，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电信诈骗犯
罪、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两抢一盗”犯罪和“黄赌毒”等违法
犯罪。

　　资料来源：苏惠渔和孙万怀（２００１）；王宏玉和李明琪（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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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Ｌｏｆｔｉｎ，Ｃｏｌｉｎ，Ｍｉｌｔｏｎ　Ｈｅｕｍａｎｎ，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Ｄｏｗａｌｌ，“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ｒｅａｒｍｓ　Ｖｉｏ－

ｌｅ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Ｇｕ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３，１７，２８７—３１８．

［２０］Ｌｏｆｔｉｎ，Ｃｏｌｉ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Ｄｏｗａｌｌ，“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ａ　Ｇｕｎ　Ｇｅｔｓ　Ｙｏｕ　Ｔｗｏ：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ｒｅａｒｍｓ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ｅｔｒｏｉｔ”，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８１，４５５，１５０—１６７．

［２１］Ｌｏｆｔｉｎ，Ｃｏｌｉ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Ｄｏｗａｌｌ，“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Ｆｅｌｏｎｙ　Ｆｉｒｅａｒｍ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４，７５，２５０—２５９．

［２２］Ｌｕ　Ｈ．，ａｎｄ　Ｌ．Ｎ．Ｚｈａｎｇ，“Ｄｅａｔｈ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２００５，３３，３６７—７６．

［２３］Ｍａ，Ｙ．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２，１６，

２６—３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Ｍａ，Ｚ．，“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７，

２，１６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Ｎａｇｉｎ，Ｄａｎｉｅｌ　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 （Ｍｉ－

ｃｈａｅｌ　Ｈ．Ｔｏｎｒｙ，ｅｄ．），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２３．Ｃｈｉｃａｇｏ，Ｉ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２６］ＯＢｒｉｅｎ，Ｒ．，“Ｐｏｌ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　Ｒａｔｅｓ：１９７３—１９９２”，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３４，８３—２０７．

［２７］Ｐｅｓａｒａｎ　Ｍ．Ｈａｓｈｅｍ　ａｎｄ　Ｒｏｎ　Ｓｍｉｔｈ，“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ｆｒｏ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

ｎｅｏｕｓ　Ｐａｎｅｌ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５，６８，７９—１１３．

［２８］Ｐｅｓａｒａｎ　Ｍ．Ｈａｓｈｅｍ，Ｙｏｎｇｃｈｅｏｌ　Ｓｈｉｎ　ａｎｄ　Ｒｏｎ　Ｐ．Ｓｍｉｔｈ．“Ｐｏｏｌｅｄ　Ｍｅ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ｎａｍ－

ｉｃ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Ｐａｎｅｌ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９，９４ （４４６），

６２１—６３４．

［２９］Ｐｏｌｉｎｓｋｙ，Ａ．Ｍ．ａｎｄ　Ｓ．Ｓｈａｖｅｌｌ．“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Ｉｍｐｒｉｓ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９，ＸＸＶＩＩＩ，１—１６．

［３０］Ｒａｄｅｌｅ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ａｎｄ　Ｒｏｎａｌｄ　Ｌ　Ａｋｅｒｓ，“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Ｐｅｎａｌｔｙ：Ｔｈ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Ｅｘ－

ｐｅｒ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８７，１—１６．

［３１］Ｒｏａｒｅｓ，Ｒ．Ｒｏｄｒｉｇ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ｒｉｍｅ　Ｒａｔ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４，７３，１５５—１８４．

［３２］Ｓｈｅｒｍａ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Ｐａｔｒｉｃｋ　Ｒ．Ｇａｒｔｉｎ，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ｕｅｒｇｅｒ，“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　Ｃｒｉｍｅ：Ｒｏｕ－

ｔｉｎ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ｌａｃｅ”，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９，２７，２７—５５．

［３３］Ｓｈｉ，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Ｈａｒｄ－ｓｔｒｉｋｅ’Ｐｏｌｉｃｙ－ｆｒｏｍ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ｕｎ－

ｎ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２００６，４，８０—８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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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Ｓｊｏｑｕｉｓｔ，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ｍ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３，６３，４３９—６４６．

［３５］Ｓｏａｒｅｓ，Ｔ．Ｒｏｄｒｉｇ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ｒｉｍｅ　Ｒａｔ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４，７３，１５５—１８４．

［３６］Ｓｔｅｐｈｅｎ　Ｒ．Ｂｏ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Ｍｉｃｒｏ　Ｄａｔ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ｏｒ－

ｔｕｇｕ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２，１（２），１４１—１６２．

［３７］Ｓｔｉｇｌｅｒ，Ｇ．，“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ｗ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７０，７８（３），

５３６—３６．

［３８］Ｓｔｏｌｚｅｎｂｅｒｇ，Ｌｉｓａ　ａｎｄ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Ｊ．ＤＡｌｅｓｓｉｏ，“‘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ａｎｄ　Ｙｏｕｒｅ　Ｏｕｔ’：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　Ｎｅｗ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Ｌａｗ　ｏｎ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ｒｉｍｅ　Ｒａｔｅｓ”，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

１９９７，４３，４５７—６９．

［３９］Ｓｕ，Ｈ．ａｎｄ　Ｗ．Ｓｕ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Ｈａｒｄ－ｓｔｒｉｋｅ’ｆｒｏｍ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Ｌａ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１，１，２６—３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０］Ｔｉａｎ，Ｊ．，“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Ｈａｒｄ－ｓｔｒｉｋｅ　Ｄｒ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８，２，１２—１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１］Ｔｉｔｔｌｅ，Ｃ．“Ｃｒｉｍｅ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１９６９，１６，４０９—２３．

［４２］Ｗａｎｇ　Ｇ．，Ｌ．Ｑｉｎ　ａｎｄ　Ｇ．Ｎｉｅ，“Ｖｉｅｗｓ　ｏｆ‘Ｈａｒｄ－ｓｔｒ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８，４，９４—９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３］Ｗａｎｇ，Ｈ．ａｎｄ　Ｍ．Ｌ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Ｓｔｒｉｋｅ－ｈａｒｄ　Ｄｒ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Ｌｅｎｉｅｎ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２，５８—６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４］Ｖｏｎ　Ｈｉｒｓｃｈ，Ａｎｄｒｅｗ，Ａｎｔｈｏｎｙ　Ｅ．Ｂｏｔｔｏｍｓ，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Ｂｕｒｎｅｙ，ａｎｄ　Ｐｒｅ－Ｏｌｏｆ　Ｗｉｋｓｔｒｏｍ．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ｄｅ－

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ｒｔ．１９９９．

［４５］Ｗｅｉｓｂｕｒｄ，Ｄ．ａｎｄ　Ｊ．Ｅｃｋ．“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ｅ　Ｄｏ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ｒｉｍ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ｎｄ　Ｆｅａｒ？”，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５９３，４２—６５．

［４６］Ｗｅｉｓｂｕｒｄ，Ｄａｖｉｄ，Ｃｏｄｙ　Ｗ．Ｔｅｌｅｐ，Ｊｏｓｈｕａ　Ｃ．Ｈｉｎｋｌｅ　ｅｔ　ａｌ．，“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０，９，１３９—１７２．

［４７］Ｚｈａｎｇ　Ｙ．，Ｓ．Ｌｉｕ　ａｎｄ　Ｌ．Ｌｉｕ，“Ｃａｎ　Ｗ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ａｔｅ　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２，８７—９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８］Ｚｉｍｒｉｎｇ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Ｅ．，Ｇｏｒｄｏｎ　Ｈａｗｋｉｎａ，ａｎｄ　Ｓａｍ　Ｋａｍｉｎ，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ａｎｄ　Ｙｏｕｒｅ　Ｏｕｔ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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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ＵＯ ＣＨＥＮ＊ Ｙ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ｕｏ　Ｃｈｅｎ，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６００Ｇｕｏｑｕａｎ　Ｒｏａｄ，
Ｙａｎｇｐ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８６－２１－６５６４２３３４；Ｅ－ｍａｉｌ：ｃｓ＠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ｅｖｅｒｅ　Ｓｔｒｉｋ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９ｔｏ　２００９ａｎｄ　ＰＭＧ　ｍｅｔｈｏｄ，ｗ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ｙ．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ｏｎ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ｃｒｉ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１％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ｏｕｔ　ａｂｏｕｔ　１．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ｒｉｍ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ｗａｙ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ａｒｇｅ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ｏｓｔ．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１４，Ｎ４５，Ｅ６２


